
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

何德章

一
、

引 论

北魏太和十七年 (公元 9 4 3年) 八月
,

孝文帝在
“

南伐
”

的旗号下
,

率大军离开都城平

城
。

九月
,

抵达洛阳
,

稍事停顿
,

复驱军南进
。 “

(帝 ) 戎服执鞭
,

御马而出
,

群臣稽颗于马

前
,

请停南伐
。

帝乃止
,

仍定迁都之计
。 ’ ,

①后来治史者多着意于迁都以后各项汉化改革的具

体内容
,

对迁都事件本身鲜加留意
,

或语焉不详
,

使其至今仍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戏剧性色

彩
。

国内学者论及孝文帝迁都的原因
,

大致不出以下四个方面
:

其一
,

加强与汉族世家大族

合作
,

以便稳定地统治中原 ; 其二
,

躲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 ; 其三
,

解除平城地

区粮食供应的危机 ; 其四
,

减少鲜卑贵族对改革的阻力② 。

其中第二点事实上是不成立的
,

北魏政权从定都平城之始
,

即受到柔然的威胁
,

迫使孝文帝以前数代皇帝常率大众往来于平

城与阴山南北之间
,

而孝文帝时
,

柔然业已衰弊 ; 太和十四年前文明太后冯氏执政期间
,

不

再率众巡幸阴山
,

并强化了六镇在防御柔然中的作用
,

这正是孝文帝得以实现迁都的条

件③ 。

就第三点经济原因来说
,

亦并不充分
。

如论者所说
,

太和十一年平城地 区曾发生大饥

荒
,

致有遣民就食河北之举
, “

行者十五六
” ,

但北魏随即在平城箭内
“

依局割民
,

阅户造

籍
” ,

督促游食者农耕
,

收到
“

众赋易办
”

的效果④
,

危机迅速解除
。

而且
,

当时平城以北

至阴山地区的农业经济已有长足进步
,

宣武帝延昌元年 (公元 5 12 年 ) 四月
, “

诏河北民就

谷燕
、

恒二州
。

辛未
,

诏饥民就谷六镇
。 ’ ,

⑤朝廷将允许饥民到平城及阴山地区
“

就谷
”

作为

解决河北一带饥荒的办法
,

亦说明当地农业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

经济问题不可能是迁

都的重要原因
。

人们往往从北魏定都平城后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去探寻孝文帝迁都的原因
,

这固然

不错
,

但却也因此而忽视了迁都本身也是一场突发的政治事件
。

我们在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与趋向的同时
,

还应当分析这一规律或趋向中一些具体事件的细微末节
,

才能更准确地了解

历史真象
。

值得注意的是
,

孝文帝并非一开始就有迁都的打算
。

太和十四年九月
,

冯太后去世
,

孝

文帝开始全权处理朝政
,

他通过冯氏丧制之争及太和十五年关于北魏政权五德行次的讨论
,

反复强调 自己将继承冯氏以来的既定路线
,

抛弃祖宗旧制
,

实施文治
,

改变祖宗
“

锐意武

功
,

未修文德
”

的一惯作法
, “

稽参古式
,

宪 章旧典
” ,

使
“

四海移风
,

要荒革俗
’ ,

⑥ 。

与此

同时
,

太和十五
、

六年间
,

孝文帝在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工作
。

太和十五年四月
,

孝文

帝下令
“

经始明堂
,

改营太庙
’ ,

⑦ 。

明堂这一汉族政权传统的礼仪建筑早在太和 十年九月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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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在世时即已下令修建⑧
,

这时才破土动工
,

并与新建的太庙一并于是年十月建成
。

同年七

月
,

又将原位于城内的道坛移置于桑干河南岸
,

改名崇虚寺 ; 十二月
,

将社庙迁至城内
。

`

太

和十六年二月
,

孝文帝令李冲主持修建太极殿
,

改变此前
“

宫室之度
,

颇为未允
”

的状况
,

以
“

尊严皇威
,

崇重帝德
” ⑨ 。

十一月
,

太极殿建成
,

殿东
、

殿西两侧各建一堂
,

且
“

夹建

象魏
” 。

与太极殿同时改建的还有平城乾元
、

中阳
、

端门
、

东西掖门
、

云龙
、

神虎
、

中华等

门
, “

皆饰以观阁
’ ,

。 。

平城营建工作的展开
,

说明孝文帝这时还没有离开平成的想法
。

《魏

书》 卷 13 《文明皇后冯氏传》 称
: “

初
,

高祖孝于太后
,

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
,

预营寿宫
,

有终焉瞻望之志
。

及迁洛阳
,

乃自表涯西以为山园之所
,

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
,

号日
`

万年

堂
’

云
。 ”

平城方山冯氏永固陵始创于太和五年
,

太和八年建成
,

而孝文帝为自己预建寿宫
,

事在太和十五年七月
,

见 《魏书
·

高祖纪下》
。

其时冯氏已死
,

孝文帝没必要以
“

预营寿宫
”

来取悦于冯氏
,

而他
“

有终焉瞻望之志
” ,

亦表明这时他还没预计到后来不得不迁都
,

以致

于 卜兆域于邝岭
。

太和十五
、

六年间孝文帝在平城进行的一系列营建工作
,

正是要将平城建成一个万国俱

瞻的文化中心
。

《魏书》 卷 91 《蒋少游传》 称建太庙
、

太极殿前
,

长于建筑的蒋少游曾奉命
“

乘传诣洛
,

量准魏晋基址
” 。

据 《南齐书》 卷 57 《魏虏传》
,

太和十五年
,

蒋少游副李彪出

使南齐
,

亦负有观摹建康
“

宫殿楷式
”

的任务
。

改建后的平城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孝文帝

的意图
,

新的建筑都是按
“

古制
” 、

至少是按魏晋制度修建的
。

《水经注》 卷 13
“

课水
”

条

述明堂形制说 : “

明堂上圆而下方
,

四周十二户九堂
,

而不为重隅也
。

室外柱内绮井之下
,

施机轮
,

饰缥
,

仰象天状
,

画北辰
,

列宿象
,

盖天也
。

… …加灵台于其上
,

下则引水为辟

雍
,

水侧结石为塘
。

事准古制
,

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
。 ”

《魏书
·

高祖纪下》 太和十六年正月

已未
: “

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
,

以配上帝
,

遂升灵台
,

以观云物
,

降居青阳左个
,

布政

事
。

每朔
,

依以为常
。 ”

太和十年即已着身的汉魏衣冠。
、

新建的古制殿堂
、

加上与之相配

合的一套繁文褥节
,

将心理上追求儒教古礼的这位鲜卑族人的皇帝
,

从形象上完完全全地装

扮成了一位汉家天子
,

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他于太和十七年秋毅然放弃自己苦心经营并已卓

有成效的平城
,

远迁黄河南岸百余年来淹没于棒莽之中的洛阳呢?

《魏书》 卷 19 中 《任城王澄传》 记孝文帝于迁都前夕与无澄密语 : “

今日之行
,

诚知不

易
。

但国家兴自北土
,

徒居平城
,

虽富有四海
,

文轨未一
,

此间用武之地
,

非可文治
,

移风

易俗
,

信为甚难
。

蜻函帝宅
,

河洛王里
,

因兹大举
,

光宅中原
。 ”
显然

,

迁都并非由于经济

的考虑或加强与汉族大族的合作的愿望
,

而是因为某种政治危机
,

使孝文帝认识到平城乃
“

用武之地
” ,

难以在此实现自己实施
“

文治
”

的抱负
,

遂执意迁都
,

离开自己曾寄予希望的

平城
。

香港学者途耀东最先注意到这一问题
。

他说
: “

从太和十二年到迁都洛阳的前一年
,

孝

文帝在平城大兴土木
,

并且在改建的过程中
,

进行了一连串有关礼仪
、

祭祀问题的讨论决

定
。

他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
,

更进 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
。

他最初的希望
,

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
,

将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

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

念
。

后来所以匆匆南迁
,

乃由于北方保守势力
,

对他所作的改革有一种难以排除的压力
。 ’ ,

L

惜途 氏和其他认为迁都旨在减少改革阻力的学者一样
,

未能进一步探寻太和十五
、

六间孝文

帝的哪些改革措施损害了
“

保守势力
”

的实际利益
,

他们给予改革的
“

阻力
”

或
“

压力
”

的

实际情形如何
,

也未能说明孝文帝是如何摆脱这些阻力实现迁都的
。

这些正是本文将要着力

探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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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定庙号与改官制— 对旧贵族权利的挑战

冯太后执政时期
,

北魏的改革集中于均田制
、

三长制
、

傣禄制等社会经济方面
,

礼仪习

俗如官员服制等改革虽已展开
,

但没有危及鲜卑贵族的整体利益
,

改革也因此未受到鲜卑贵

族的强烈反对
。

太和十四年孝文帝亲政后
,

开始进行政权体制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
,

严重

地损害了旧贵族的权益
,

从而激起他们的对改革的阻挠
。

太和十五
、

六年
r

间
,

孝文帝推行的

改革最激烈莫过于重定祖宗庙号及官制改革
。

据 《魏书
·

序纪》
,

天兴元年 (公元 398 年 ) 十二月
,

北魏初创
,

追尊先世 28 位部落首

领为帝
,

其中 3位记有庙号
,

即
“

始祖
”

神元皇帝拓跋力微
、 “

太祖
”

平文皇帝拓跋郁律
、

“

高祖
”

昭成帝什翼键
。

同书卷 108 之一 《礼志一》 称拓跋硅初年
, “

又于云中及神元旧都祀

神元以下七帝
,

岁三祭
” ,

则北魏初曾按中原王朝天子 7庙之制定庙号
,

惜其余 4 帝名讳及

庙号不明
。

北魏前身草原部落联盟始创于拓跋力微
,

北魏建立后以拓跋力微以降 7位首领为

祖宗
,

实质上极大程度上维护了草原游牧时代部落大人的政治权利
,

使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

新政权中的贵族
。

魏初所定封爵制度规定
: “

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
,

宗室及始蕃王皆

降为公
,

诸公降为侯
,

侯
、

子亦以此为差
。

… … 王第一品
,

公第二品
,

侯第三品
,

子第四

品
。 ” 。 “

宗室
”

在上述庙制下为拓跋力微以后各部落首领后裔
, “

异姓
”

尤其是其中得以封

王者亦多为昔日部落大人的后代
,

他们构成了北魏前期统治集团的骨干
。

《魏书》 卷 7 下 《高祖纪下》
:
太和十五年七目

: “

诏议祖宗
,

以道武为太祖
。 ”

十一月
,

“

迁七庙神主于新庙
。 ”

这是一次剥夺鲜卑贵族的政治特权
、

加强拓跋皇室人物的政治地位的

重大行动
。

同书 《礼志一》 记孝文帝诏书说
: “

祖有功
,

宗有德
,

自非功德厚者
,

不得擅祖

宗之名
,

居二桃之庙
。

仰惟先朝旧事
,

并驳不同
,

难以取准
。

… …烈祖有创基之功
,

世祖有

开拓之德
,

宜为祖宗
,

百世不迁
。

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
,

然庙号为太祖 ; 道武建业之

勋
,

庙号为烈祖
。

比功校德
,

以为未允
。

联今奉尊道武的太祖
,

与显祖为二桃
,

余者以次而

迁
。 ”

确认创立北魏政权的拓跋硅为太祖
,

立拓跋硅
、

明元帝拓跋嗣
、

太武帝拓跋熹
、

景穆

皇帝拓跋晃
、

文成帝拓跋溶
、

献文帝拓跋弘等 6庙
,

并确定其庙号
,

孝文帝还为自己虚设一

庙
,

以备 7庙之数
。

这样
, “

宗室
”

的范围大大缩小
。

改定庙号
,

主要目的是借此剥夺一批鲜卑旧贵族的政治特权
、

彻底摆脱部落遗俗
。

《魏

书
·

高祖纪下》 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
: “

制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
,

皆降为公
,

公为侯
,

侯为伯
,

子
、

男仍旧
,

皆除将军之号
。 ”

这里的
“

太祖
”

当然指的是新近尊奉的拓跋硅
,

根

据这一命令
,

非拓跋硅嫡系子孙而拥有王公
、

侯爵者
,

皆降等而授
,

其政治地位较之宗室诸

王自然降低
。 “

皆除将军之号
”

一语不甚明晰
。

同书 《官氏志》 称
: “
旧制

,

诸以勋赐官爵者

子孙世袭军号
。

(太和 ) 十六年
,

改降五等
,

始革之
,

止袭爵而 已
。 ”

军号世袭
,

于史有征
。

《魏书》 卷 40 《陆侯传》
:

陆侯子陆丽以拥立文成帝之功
,

封平原王
,

官至侍中
、

抚军大将

军
、

司徒公
。

陆丽死时
,

其子陆靓年十余岁
, “

袭爵抚军大将军
、

平原王
。 ”

卷 54 《李崇

澎
: “

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诞之子
。

年十四
,

召拜主文中散
,

袭爵为陈留公
、

镇西大将军
。 ”

卷四二 《薛辩传》 :
薛辩子薛谨袭其平西将军军号及汾阴侯爵位 ; 薛撒袭父薛初古拔爵为镇

西大将军
、

河东公
。

从具体事例看
,

不仅军号
、

爵位
,

官职亦可世袭L 。

军号乃至官职世袭
,

当源于部落首领世袭统民的权利及北魏前期军队以部落民为主要来

源的传统
。

定庙号而改降五等封爵
,

不仅降低了一大部分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
,

而且通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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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其世袭性的军号
,

彻底否定了他们世袭领民的特权
,

因为拥有高级爵位和世袭军号者毕竟

以他们居多
。

这无疑会激起他们的反对
。

《魏书》 卷 14 《元王传》
: “

及罢降非太祖子孙及异

姓王者
,

虽较于公爵
,

而利享封邑
,

亦不快
。 ”

元巫为原
“

太祖
”

拓跋郁律后裔
,

因功封东

阳王
,

及改降五等
,

改封为平阳郡公
,

所引原文虽有讹脱
,

但元工对降爵极为不满之意还是

明了的
。

对此事
“

不快
”

者必非元巫一人
。

同书 《礼志一》 称
:

孝文帝下诏改定庙号后
,

鲜

卑贵族长乐王穆亮等人上奏说
: “

升平之会
,

事在于今
。

推功考德
,

实如明旨
。

但七庙之祀
,

备行日久
,

无宜闭一
,

虚有所待
。

臣等愚谓
,

依先尊祀
,

可垂文示后
。

理衷于此
,

不敢不

言
。 ”

他们主张
“

依先尊祀
” ,

未必不是出于私利的考虑
。

唐长孺先生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特征
,

认为在门阀士族兴起后
,

魏晋南北朝各代具有

贵族政权的特征
,

而皇帝通过重用宗室子弟特别是让他们出任地方军政长官
,

使皇室得以作

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
,

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持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
。

从这一角

度观察孝文帝
“

改降五等
”

的行动
,

实质上也是借削弱旧贵族的特权提高皇室子弟的政治地

位
,

并以此强化拓跋皇权
。

孝文帝以后
,

特别是在宣武帝朝
,

皇权与宗室诸王的争斗几乎代

替了北魏前期皇权与鲜卑贵族的矛盾
,

亦由于此
。

太和十五
、

六年间对鲜卑贵族政治权利造成伤害的另一项改革是职官制度的改革 这一

时期官制改革的成就虽集中体现在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六月迁都前夕匆匆颁布的 21 卷 《职

员令》 中
,

但关于官员与机构的设置及官员品级的讨论
,

从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即已开始
。

《魏书
·

高祖纪下》 称其月
“

大定官品
” ,

同书 《官氏志》 又记同年十二月
, “

置侍中
、

黄门各

四人
。

又置散骑常侍
、

侍郎
,

员各四人 ; 通直散骑常侍
、

侍郎
,

员外散骑常侍
、

侍郎
,

各六

人
。

… …改立诸局监羽林
、

虎责
。 ”

与此同时
,

对官员的考课也全而展开
。

《高祖纪下》
:
太

和十五年十一月戊寅
, “

考诸牧守
。

… …丁亥
,

诏二千石考在上上者
,

假四品将军
,

赐乘黄
`

马一匹 ; 上中者
,

五品将军 ; 上下者
,

赐衣一袭
。 ”

十六年七月壬戌诏
: “
王者设官分职

,

垂

拱责成
,

振网举纲
,

众目斯理
。

… … 自今选举
,

每以季月
,

本曹与吏部拴简
。 ”

《魏书》 卷

21 上 《元羽传》 记元羽于太和十八年奏称
: “

外考令文
,

州镇列牧守治状
,

及至再考
,

随其

品第
,

以彰黝陆
。

去十五年中
,

在京百僚
,

尽已经考为三等
。 ”

则太和十五年在考课牧守时
,

对京城官员也同样进行了考核
。

按官员政绩进行考核
,

将结果分为三等九级
,

据以默险升

降
,

在北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官制改革使鲜卑贵族感到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官名的改变和机构的改设
,

主要是改革中所

贯彻的
“

职司有分
”

和文武分途原则
。

所谓
“

职司有分
” ,

即强调政务须由皇朝官员处置
,

禁止鲜卑贵族按旧习以
“

国之大姓
”

或
“

国人
”

身份加以干预
。

《魏书
·

官氏志》 称
: “

太和以前
,

国之丧葬祠礼
,

非 (帝室 ) 十

族不得与也
。

高祖革之
,

各以职 司从事
。 ”

`

同书卷 104 之三 《礼志三 记太和十五年十月
,

将移祖宗神位于新建成的太庙
,

太尉元巫奏称
: “

窃闻太庙已就
,

明堂功毕
,

然享祀之礼
,

不可久旷
。

至于移庙之日
,

须得国之大姓
,

迁主安庙
。

神部尚书王湛既是庶姓
,

不宜参预
。

臣昔以皇室宗属
,

迁世祖之 主
。

先朝旧式
,

不敢不闻
。 ”

按新定庙号
,

元巫已非
“

皇室宗

属
” ,

却又引
“

先朝旧式
” ,

声称应以
“

国之大姓
”

主持迁庙仪典
。

对此
,

孝文帝回答说
:

“

先王制礼
,

职司有分
。

迁奉神主
,

皆太尉之事
,

联亦亲自行事
,

不得越局
,

专委大姓
。

王

湛所司
,

惟板赞而已
。 ”

孝文帝毫不让步 ; 强调
“

职司有分
” , “

不得越局
,

专委大姓
” ,

王湛

虽为
“

庶性
” ,

但执板赞导却为其职司所在
,

自然可以参与其事
,

元巫本人虽被允奉迁神主
,

也只因为他是太尉
,

职责所在
,

并非仅仅因为他是
“

国之大姓
” 。

《礼志一 》 详记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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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庙仪制
,

即为孝文帝亲自主持
, “

百官陪从
” , “

有司升神主于太庙
,

诸王侯牧守
、

四海蕃

附
,

各以其职来祭
” 。 “

各以其职来祭
” ,

亦说明预其事者
,

确属依照职责规定
,

而不是看他

们是否属于
“

国之大姓
” 。

在朝廷礼仪之中所强调的
“

职司有分
”

的原则
,

无疑也会在其他

政事的处置上得到遵循
。

孝文帝特别注重在官职上区分清浊
,

太原和十七年 《职员令》 是否已对官职清浊作出明

确规定
,

难得其详
,

但文武分途
,

重文轻武是可以肯定的
。

《魏书》 卷 21 上 《元羽传》 称孝

文帝于太和十八年九月在平城亲考百官
,

一大批官员被贬黝夺禄
,

录尚书事元羽被指责为
“

近小人
,

远君子
,

在公阿党
,

亏我皇宪
,

出人无章
,

动乖礼则
” ,

考为下下
,

贬去录尚书事

的职位
。

传又称孝文帝总结说 : “

顷年用人
,

多乖观才之授
。

实是武人
,

而授以文官
,

黝同

大例
,

于理未均
。

诸如此比
,

黝官如初
。 ”

同传又称孝文帝在亲考百官后
,

对陆氰
、

元赞等

说
: “

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
,

联闻此
,

深以抚然
。

今知书者甚众
,

岂皆圣人
。

联自行礼九

年
,

置官三载
,

正欲开导兆人
,

致之礼教
。

联为天子
,

何假中原
,

欲令卿等子孙
,

博见多

知
。

若永居恒北
,

值不好文主
,

卿等子孙
,

不免面墙也
。 ”

语中
“

行礼九年
”

当指太和十年

官员服制改革后的一系列礼仪改革
, “

置官三载
” ,

则应是指太和十五年十一月
“

大定官品
”

后的官制改革
。

这表明在太和十五年以后
“

置官
”

的原则确为文武分途
,

重文轻武
,

致使
“

北人
”

即鲜卑族人有
“

北人何用知书
”

的怨言
。

“

北人
”

知书者其时不多
,

大多数仍习惯于马上驰聘
,

不解坐而论道
,

而为了实施
“

文

治
”

的理想
,

孝文帝又严禁武人授任文官
,

因此使得大量鲜卑武人失职
。

《魏书》 卷 19 中

《元澄传》 说
: “

及 (太和十八年 ) 幸代
,

车驾北巡
,

留 (吏部尚书元 ) 澄拴简旧臣
。

初
,

魏

自公侯以下
,

迄于选臣
,

动有万数
,

冗散无事
。

澄品为三等
,

量其优劣
,

尽其能否之用
,

咸

无怨者
。 ”

这批多达万数
“

冗散无事
”

的
“

旧臣
” ,

应是太和十五年大定官品后失职者
,

其中

绝大多数无疑是鲜卑武人因不合现实文治需要而被贬黝者
,

他们当然也会对孝文帝的改革持

仇视的态度
。

《魏书》 卷 40 《陆埃传孙陆凯附传》 : “

初
,

高祖将议革变旧风
,

大臣并有难色
。

又每引

刘芳
、

郭柞等密与规漠
,

共论时政
,

而国戚谓遂疏已
,

快快有不平之色
。

乃令凯私喻之 曰
:

`

至尊但欲广知前事
,

直当问其古式耳
,

终无亲彼而相疏也
。 ’

国戚旧人意乃稍解
。 ”

《资治通

鉴》 系此条于南齐明帝建武元年末
,

即北魏业已迁都的太和十八年
。

按迁都洛阳以后
,

孝文

帝重用汉族文士
、

改革鲜卑旧俗已成为公开的事
,

无需密谋
,

也不用视
“

国戚旧人
”

脸色行

事
,

这应是迁都以前的事
。 “

北人何用知书
”

的怨言及
“

国戚旧人
” “

快快有不平之色
” ,

都

表明孝文帝要在鲜卑族人群集的平城推行儒教礼制和
“

文治
”

极为困难
,

而最终促使他迁离

平城则应是废除西郊祭天行动的失败
。

二
、

废除西郊祭天— 一项失败的改革

《魏书
·

高祖纪下 》
:
太和十六年三月癸酉

, “

省西郊郊天杂事
”

; 太和十八年三 月庚辰
,

“

罢西郊祭天
” 。

同书 《礼志一》 仅于太和十八年三月记
“

诏罢西效祭天
” ,

未记十六年
“

省

西郊郊天杂事
”

一事
。

《资治通鉴》 齐武帝永明十年 (北魏太和十六年 ) 称
: “

魏旧制
,

每岁

祀天于西郊
,

魏主与公卿从 二千余骑
,

戎服绕坛
,

谓之
`

蹋坛
’ 。

明日
,

复戎服登坛致祀
,

已又
`

绕坛
’ ,

谓之
`

绕天
’ 。

三月
,

癸酉
,

诏尽省之
。 ”

太和十六年三月孝文帝下令将西郊祭天
“

旧制
” “

尽省之
” ,

太和十八年三月又再次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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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西郊祭天
,

说明太和十六年的命令未能得到推行
。

事实证明
,

太和十六年废除西郊祭天的

命令确以失败而告终
。

《南齐书》 卷 57 《魏虏传》
: “

(永明 ) 十年
,

上遣司徒参军萧深
、

范

云北使
。

宏西郊
,

即前 (述 ) 祠天坛处也
。

宏与伪公卿从二十 (
“

十
”

当作
“

千
”

) 余骑戎服

绕坛
,

宏一周
,

公卿七匝
,

谓之
`

踏坛
’ 。

明日
,

复戎服登坛祠天
,

宏又绕三匝
,

公卿七匝
,

谓之
`

绕天
’ 。

以绳相交络
,

纽木枝帐
,

覆以青增
,

形制平圆
,

下容百人坐
,

谓之为
`

缴
’ ,

一云
`

百子帐
’

也
。

于此下宴息
。 ”

西郊祭天按惯例于每年四月举行
,

南齐萧深
、

范云 出使

北魏
,

亲见孝文帝戎服率公卿骑从踏坛绕天
,

宴息于弯庐之中
,

说明这年三月
“

省西郊郊天

杂事
”

的行动未见成效
。

《通鉴》 称是年正月南齐出使北魏者为庚革
,

十二月为萧深
、

范云
,

果如此
,

《魏虏传》 称萧深
、

范云亲见当年四月西郊祭天则属虚妄
。

《魏书
·

高祖纪下》 记太

和十六年三月
、

十二月南齐均
“

遣使朝贡
” ,

不著使者姓名 ; 同书卷 98 《岛夷萧道成传》 记

这年
“

(萧绩) 复遣 (萧 ) 深与司徒参军范云朝贡
,

又遣车骑功曹庚革
、

南豫州别驾何宪朝

贡
” 。

据此
,

《通鉴》 误将前后两批使者姓名倒置
,

萧深
、

范云为第一批使臣
,

他们当于该年

正月从南方出发
,

三月抵达平城
,

确曾亲见四月进行的西郊祭天活动
。

西郊祭天起源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形成时期
。

《魏书
·

序纪》
:

拓跋力微三十九年 (公元

25 8年 )
, “

迁于定襄之盛乐
,

夏四月
,

祭天
,

诸部君长皆来助祭
,

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
,

于

是征而戮之
,

远近肃然
,

莫不震慑
。 ”

这是拓跋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形成的标志
。

天兴元年

(公元 39 8年 ) 四月
,

拓跋硅创建北魏定都平城后
,

亦
“

祀天于西郊
’ ,

。 。

随后
,

拓跋硅命汉

族人士崔宏
、

董谧等仿照汉魏仪制
,

定圆丘祭天
、

方泽祭地之仪
,

并于天兴二年按仪祭祀天

地
,

均于正月进行
,

见 《魏书
·

礼志一》
。

但天赐二年 (公元 40 5 年 ) 四月
, “

车驾有事于西

郊
,

车骑尽黑
” 。

,

又恢复了西郊祭天旧制
,

、

并取消了圆丘
、

方泽祭仪
。

《礼志一》 称 : “

天

赐二年四月
,

复祀天于西郊
。

… … 自是之后
,

岁一祭
。 ”

部落联盟时代的旧俗演变成朝廷大

典
。

据 《魏书
·

礼志一》
,

天赐二年所定西郊祭天仪制为
: “

为方坛一
,

置木主七于其上
。

… …祭之日
,

帝御大驾
,

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
。

…… 女巫执鼓
,

立于陛之东
,

西

面
。

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
,

在巫南
,

西面北上
。

女巫升坛
,

摇鼓
,

帝拜
,

后肃拜
,

百官

内外尽拜
。

祀讫
,

复拜
。

拜讫
,

乃杀牲
。

执酒七人西向
,

以酒洒天神主
,

复拜
,

如此者七
。 ”

女巫在仪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反映出这一祭典的原始性
。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祭天坛上 7 尊
“

木主
”

的象征意义
。

《魏虏传》 称 : “

(平 ) 城西有祠天坛
,

立 四十九木人
,

长丈许
,

白啧
、

练裙
、

马尾被
,

立坛上
,

常以四月四 日杀牛马祭祀
,

盛陈卤簿
,

边坛奔驰奏伎为乐
。 ”

此称
“

四十九木人
” ,

乃 因按七之倍数增置之故
。

《魏书
·

礼志一》 称延兴二年 (公元 472 年 ) 六月
, “

显祖以西郊

旧事
,

岁增木主七
,

易世则更兆
,

其事无益于神明
。

初革前仪
,

.

定置主七
,

立碑于郊所
。 ”

这七尊
“

木主
”

即西郊祭天时所尊祀的
“

天神主
” ,

须从
“

帝之十族子弟
”

中选 7 人为祭主
,

“
以酒洒天神主

” 。 “

帝之十族
”

为拓跋氏及其他 9 个亲属部落的总称
。

据 《魏书
·

官氏志》
,

拓跋远祖
“

献帝邻
”

分兄弟为给骨氏
、

普氏
、

拔拔氏
、

达奚氏
、

伊娄氏
、

丘敦氏
、

侯亥氏
,

“

七族之兴
,

自此始也
” 。 “

又分叔父之撤 曰乙旗氏
,

后改为叔孙氏 ; 又命疏属曰车馄氏
,

后

改为车氏
。

凡与帝室 (拓跋氏 ) 为十姓
,

百世不通婚
” 。

祭天坛上 的 7 尊木主实际上代表着

拓跋部落联盟时期 7 个核心部落
,

帝姓十族子弟中选 7 人为祭主
,

既肯定了 10 族的政治地

位
,

也维护了初始 7 族的特殊利益
。

《北史》 卷 5 《孝武帝纪》 记高欢拥立孝武帝元修的仪

式说
: “

即位于东郭之外
,

用代都旧制
,

以黑毡蒙 7 人
,

欢居其一
,

帝于毡上西 向拜天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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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阳
、

云龙门人
。 ”

北魏都平城时皇帝即位的这种仪式
,

无疑源于部落联盟时代首领由核

心部落共同推举的传统
,

它与西郊祭天活动一并显示了帝姓 10 族在北魏前期特殊的政治权

利
,

北魏皇帝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一个由它们共同拥戴的部落首领
。

拓跋硅在天赐二年放弃圆

丘
、

方泽仪制
,

重新恢复西郊祭天
,

无疑是出于对旧的部落势力的屈服
。

到了太和十二年 (公元 48 8 年 )
,

随着礼仪改革的展开
,

圆丘
、

方泽仪制又得到推行
,

这年闰九月
,

孝文帝
“ `

观筑圆丘于南郊
”

; 次年正月
, “

车驾有事于圆丘
,

于是初备大驾
” ,

五月
, “

车驾有事于方泽
” 。

并见 《魏书
·

高祖纪下》 及 《礼志一》
。

但如前所述
,

当太和十六

年孝文帝试图取消西郊祭天时
,

却遭到失败
。

而西郊祭天作为一种部落联盟时代的遗俗
,

未

能被废除
,

不仅有违于孝文帝追求儒教古制的理想
,

而且使孝文帝其他改革也在某种程度上

被否定
。

首先
,

孝文帝通过改定祖宗庙号以排除鲜卑旧贵族对朝政的影响
,

加强拓跋皇室子弟的

地位
,

但西郊祭天肯定的却是帝姓 10 族的政治特权
,

庙号改革的成果在这一礼仪旧制中荡

然无存
。

其次
,

孝文帝强调
“

职司有分
” ,

但西郊祭天却须从帝姓 10 族即
“

国之大姓
”

中选 7人

主持祭仪
,

预其事者除朝廷官员外
,

还有
“

宾国诸部大人
”

即散布于平城徽外及以北地区各

游牧部落的首领
。

西郊祭天体现的是鲜卑族众的集体参与
,

而不是朝廷权威
,

新设置的文人

官员在纵骑驰聘的祭天活动中
,

无疑会显得卑琐无能
。

其三
,

祭天所服
“

戎服
”

当为鲜卑民族服饰
,

从而否定了太和十年以来服制改革的成

果L
,

而孝文帝本人正是将服饰改革作为文治的重要标志
。

《魏书
·

礼志一 》 叙太和十五年十

一月孝文帝亲自主持迁庙之仪
,

便几乎是开列了一份礼服清单
: “

帝衰冕
,

与祭者朝服
。

既

而帝冠黑价岐
,

素纱深衣
,

拜山陵而还宫
。

庚申
,

帝亲省斋宫冠服及郊祀姐豆
。

癸亥冬至
,

将祭圆丘
,

帝衰冕剑噜
,

侍臣朝服
。

… … 甲子
,

帝衰冕辞太和庙
,

临太华殿
,

朝群官
。

既

而
,

帝冠通天
,

绛纱袍
,

临飨礼
。

… …丁卯
,

迁庙
,

陈列冕服
,

帝躬省之
。

既而帝衰冕
,

辞

太和庙
,

之太庙
,

百官陪从
。 ”

孝文帝如此重视冠冕服饰
,

却被迫
“

戎服
”

率公卿骑从于祭

天坛周围奔驰旋绕 ; 明堂
、

太极殿
、

太庙等礼仪建筑虽已巍峨华壮
,

他却不得不住进祭天坛

边的弯庐中
。

太和十六年西祭天废而不止
,

应当是鲜卑旧贵族及
“

宾国诸部大人
”

群起反对的结果
,

我们不难想见孝文帝这位事事以儒教古礼为准的皇帝在西郊祭天时的心情
,

特别是在已下诏

加以废除后又不得不祭祀如常时的心情
。

在这种情况下
,

他得出平城乃
“

用武之地
,

非可文

治
,

移风易谷
,

信甚为难
”

的结论
,

就不难理解了
。

要彻底实现自己文治的理想
,

只有离开

鲜卑族人群聚而
“

宾国诸部大人
”

环峙的平城 ; 要防范因改革在政治上失势的鲜卑旧贵族可

能发起的反叛活动
,

也只有离开平城
,

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

从 《魏书》 纪
、

传我们可以

看到
,

太和十六年四月以后到迁都以前
,

平城方兴未艾的建设工作再无新的进展
,

也再没有

出台什么有影响的改革措施
,

孝文帝已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行动
,

那就是迁都
。

四
、

迁都军队的构成及指挥人员的安排

—
迁都成功的关键

迁都是在
“

南伐
”

的名义下策划并实施的
。

《魏书》 卷 53 《李冲传》
: “

高祖初谋南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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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众心恋旧
,

乃示为大举
,

因以胁定群情
,

外名南伐
,

其实迁也
。

旧人怀土
,

多所不愿
,

内

惮南征
,

无敢言者
,

于是定都洛阳
。 ”

旧人畏惮南征
,

乃因军达洛阳
,

适遇绵绵秋雨
,

道路

泥泞
,

人马疲惫所致
。

在政治改革陷人僵局的情况下
,

发起一场举国动员的战争
,

可能使政

治纠纷缓和
,

也会得到鲜卑武人的支持
,

南伐便成了孝文帝迁都最合适不过的借口
,

适时而

至的秋雨又使他在公开宣布迁都时免去了许多周折
。

不按北魏前期秋后马肥时出征的惯例
,

选择八月驱军南进
,

致使马疲人困
,

天气不适
,

这或许本就是孝文帝迁都计划的一部分
。

在南伐名义下迁都
,

实质上是在武力威胁下迁都
。

迁都所以获得成功
,

从大的背景来

说
,

当然是因为北魏统治中原后 100 年中特别是太和前期汉化有成
,

农业经济已成为北魏政

权的经济支柱
,

北魏政权的政治重心已从阴山南北草原地区移向中原。
,

具体到迁都本身
,

则因为孝文帝及支持孝文帝改革的那些人掌握了军队
,

迫使
“
旧人

”

就范
。

途耀东氏在分析

这一问题时说
: “

北魏的实际军事力量
,

这时却掌握在北方保守派的手中
,

他们不仅不支持

孝文帝的华化与迁都
,

并且构成华化的一种阻碍与威胁
,

迫使他不得不迁都
,

但支持保守势

力控制的武力
,

又形成迁都后北方叛乱的主要力量
。 ” ④如果真如所论

,

北魏军事力量控制在

所谓保守派手中
,

孝文帝绝无可能实现武力迁都的计划
,

后来穆泰
、

陆氰等在平城地区发起

的反叛活动也不可能几乎兵不血刃地解决
。

因此
,

探讨孝文帝
“

南伐
”

时军队的构成及军队

指挥系统的实况
,

便成为分析迁都所以成功的关键
。

《魏书
·

高祖纪下》 :
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

, “

车驾发京师
,

南伐
,

步骑百余万
。 ”

同书

《天象志二》 及 《北史》 卷 3 《孝文帝纪》 均作
“

步骑三十余万
” 。

《通鉴》 记此事从 《北

史》
。 “

百余万
”

与
“
三十余万

”

相去甚远
,

但又都有事实根据
,

那就是
,

孝文帝从平城出发

时实只有步骑 30 万众
,

但抵达洛阳时
,

与各地奉命汇聚到这里的部队会合
,

兵员迅速增加
,

达百万之众
。

《魏书》 卷 62 《高道悦传》
: “

车驾南征
,

征兵秦
、

雍
,

大期秋季阅集洛阳
。 ”

秦雍部队虽因故未如期到达
,

河北诸州军队却没有出现问题
。

《高祖纪下》 太和十七年十月

乙未
: “

解严
,

… … 又诏京师及诸州从戎者赐爵一级
,

应募者加二级
,

主将加三级
。 ”

知汇集

于洛阳的军队来源有三
:
京师即平城从戎者

、

诸州从戎者
、

应募从戎者
,

其中诸州兵士据

《高道悦传》
,

是径直从各地出发到洛阳的
。

《高祖纪下 》 太和十九年八月乙巳 : “

诏选天下武

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
、

虎责
,

以充宿卫
。

丁 巳
,

诏诸从兵从征被伤者皆听还本
。 ”

次年十

月
,

又
“
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

、

虎贵
” 。

前后两道诏书说明
,

太和十九年八月
“

诏选天下武

勇之士
”

为羽林
、

武责
,

对象是诸州兵士
,

而不是
“

代迁之士
” 。

羽林
、

武贵人选有严格的

条件
,

若 4 人中一人人选
, “

诸州从戎者
”

当亦近 60 万人
,

加上未达洛阳的秦雍军与平城南

下的军队
,

大致合于百万之数
。

十六国后赵
、

前燕
、

前秦欲向南进攻时
,

动辄集军百余万
,

太平真君十一年 (公元 450 年 )
,

太武帝拓跋蠢挥军进攻刘宋
,

亦
“

率大众号百万
’ ,

⑧
,

孝文

帝南伐集军百万应属正常
。

在这 100 万军队中
,

州镇兵占了绝大多数
。

《魏书》 卷 21 上 《元

禧传》 有一段话涉及孝文帝随从军队 : “

禧表 曰
: `

国朝僵武崇文
,

偏拾来久
,

州镇兵人
,

或

有雄勇
,

不闲武艺
。

今取岁暮之暇
,

番上之 日
,

训其兵法
。

弓矢干稍
,

三分并教
,

使人闲其

能 临事无网
。 ’

诏曰 : `

虽云教武
,

未练其方
,

既逼北行
,

卒云教武
,

脱生群惑
,

且 可停

之
。 ” ’

这段话讨论的军队是
“

州镇兵人
” ,

他们这时正随孝文帝
“

北行
” ,

这似乎表明太和十

八年二月至十月孝文帝北返平城实施迁都时
,

或太和二十一年正月至三月赴平城处理穆泰等

反叛的善后事宜时
,

仍带有大量
“

番上
”

的州镇兵
。

实际上
,

由平城瓷内鲜卑部落民组成的中央禁军
,

最多亦不过 巧 万人左右
。 。 太武帝拓

跋煮时
,

长期战争的消耗使北魏政权不得不将六镇监护下 的高车族众编人 中央羽林
、

虎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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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招募以补充兵源
。

太和十七年 《职员令》 中
,

有羽林中郎
、

羽林郎将
,

并从第四品上

阶 ; 戟循虎责将军
、

募员武贵将军
、

高车虎贵将军
,

并从四品下阶 ; 戟循虎贵司马
、

虎贵

将
,

高车虎责司马
、

虎责将
,

募员虎责司马
、

虎责将
,

并第五品下阶 ; 又有戟循虎责
、

募员

武责
、

高车虎贵
,

并从六品下阶。
。

这些武职说明孝文帝迁都前夕
,

北魏中央禁军羽林
、

虎

责已不全是鲜卑族人
,

还有高车及招募而来者
,

他们独立成军
,

其指挥率领者当由皇帝任

命
,

而不是部落性的军队
。

即便是羽林
、

虎责中的鲜卑族人
,

由于在南迁平城后近百年中
,

其部落组织日趋消散
,

特别是在太和十五年十二月孝文帝
“

改立诸局监羽林
、

虎责
”

及太和

十六年正月取消异姓鲜卑王公的世袭军号后
,

他们已不可能再牢牢地掌握在
“

北方保守派
”

或反对改革的
“

旧人
”

手中
。

羽林
、

虎贵只不过是北魏军队的核心部分
,

从太武帝拓跋煮时开始
,

北魏在新扩张的土

地上普设镇
、

戍
,

将当地还保留着浓厚民族特征的各少数族族众编为镇
、

戍军队
,

并经常征

发他们参与重大的军事行动
,

甚至用他们补充中央禁军
。

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
,

拓跋煮南伐

刘宋
, “

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
” 。

,

最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
“

斗兵
”

亦多为
“

丁零与胡
”

及
“

三秦氏
、

羌
’ ,

。 ,

即六镇地区的高车人与其他镇戍调集而来的各少数族兵员
。

太和十年

均田令颁布并逐渐推行后
,

均田民原则上也有服兵役的义务
,

使州镇兵的数量可以无限地增

加
。

如前所述
,

孝文帝
“

南伐
”

以求迁都时
,

征发的州镇兵远比从平城出发的军队要多
,

他

们也不可能由
“

北方保守派
”

控制
。

军队构成成份的上述变化为孝文帝利用军队实施武力迁都创造了条件
,

而军队指挥人员

的具体安排则是保证军队能为所用的根本
。

关于这一问题
,

出土 《杨播墓志》 给我们提供了

难得的证据
。

墓志内容与 《魏书》 卷 58 《杨播传》 颇有出人
,

兹摘引与此问题有关系的一

段如下
:

君年十有五
,

举司州秀才
,

拜内小
,

寻为内行羽林中郎
。

… …太和十五年
,

拜

员外散骑常侍
、

龙骏将军
、

北征都督
。

十六年
,

又加征虏将军
,

都督北蕃三镇
,

讨

破地豆于贼
。

其年秋
,

加武卫将军
,

中道都督
,

率骑三万
,

北 出鸡鹿塞五千余里
,

迫逐茹茹而还
。

其冬
,

改创百官
,

转卫尉少卿
,

本官如故
。

十七年
,

大驾南征
,

二

翼并进
,

以君为左将军
,

恒领 万骑以卫 中
,

拥车驾至洛阳
,

定鼎于陕郭
。

高祖初

建
,

迁都之始
,

君参密谋焉
。

… …十八年
,

涉前将军①
。

杨播祖上仕于慕容燕
,

北魏初附魏为
“

上客
” ,

其为弘农杨氏虽不免有假托之嫌
,

但本

属汉人无疑
,

杨播弟杨椿便曾以门风告诫子孙
,

不见有改从鲜卑习俗的迹象
。

杨播延昌二年

(公元 5 13 年 ) 卒
,

年 61
,

其为内行羽林中郎当在孝文帝初
。

杨播之母为冯太后
“

外姑
” ,

杨播与诸弟颇受冯氏恩宠
,

其任内行羽林中郎
,

日侍孝文帝之侧
,

当由于此
,

这也表明孝文

帝时
,

北魏禁军武官选任已不限于鲜卑人
。

杨播于太和十六年秋为中道都督
,

率骑 3 万击柔

然
。

据 《魏书
·

高祖纪下》
,

此次出征在当年八月
,

统帅为阳平王元颐
、

尚书左仆射陆壑
,

全

军共
“

十二将七万骑
” ,

杨播独领 3 万骑
, 、

自为一道
,

足见孝文帝对他的信任及北魏禁军的

指挥权这时已非鲜卑贵族独占
。

改创百官
,

杨播任卫尉少卿
,

亦属禁军高级官员
。

志称杨播参迁都密谋
,

南伐途中
,

以左将军
“

恒领万骑以为卫中
” ,

太和十八年升任前

将军
,

《魏书》 本传仅以
“

除左将军
,

寻假前将军
”

一语带过
。

据志
,

杨播任左将军正是孝

文帝在南伐之前的精心安排
。

事实上
,

迁都前夕
,

确曾由李冲出面
,

对息驾军事指挥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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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有目的的选拔
。

《魏书》 卷 7 3《杨大眼传》
:“

武都氏难当之孙也
。

……太和中
,

起家奉

朝请
。

时高祖自代将南伐
,

令尚书李冲典选征官
,

大眼往求焉
。

… … 遂用为军主
。

… …未

几
,

迁为统军
。 ”

李冲所挑选的
“

征官
” ,

当均如杨播
、

杨大眼之类
,

不会在孝文帝公开宣布

迁都时策动哗变
。

考诸史传
,

许多从来经历军旅生活的汉族文臣在太和十七年
“

南伐
”

时
,

也开始统领军队
,

息驾出征
。

《魏书》 卷 53 《李冲传》: “

车驾南伐
,

加冲辅国大将军
,

统众翼从
。 ”

卷 62 《李彪传》 :

“

后车驾南伐
,

假彪冠军将军
,

东道副将
,

寻假征虏将军
。 ”

卷 63 《宋弃传》
: “

后车驾南征
,

以弃为司徒司马
、

耀武将军
、

东道副将
。

军人有盗马鞋者
,

斩而询之
,

于是三军振惧
,

莫敢

犯法
。 ”

卷 70 《刘藻传》
:
刘藻为秦州刺史

, “

遇车驾南伐
,

以藻为东道都督
。

秦人纷扰
,

诏

藻还州
,

人情乃定
。 ”

前引 《杨播墓志》
,

称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南伐
“
二翼并进

” ,

这从李冲

任辅国大将军
“

统众翼从
”

及李彪
、

宋弃为
“

东道副将
”

可得到证实
。

从平城出发的两路大

军
,

李冲所统一路孝文帝自可放心
,

他身边又有杨播等心腹将领及元休
、

元澄
、

元详
、

元舞

等宗室诸王统领导队
,

更不致于发生什么变故
。

安定王元休为孝文帝叔祖
,

据 《魏书》 卷

19 下本传
, “

车驾南伐
,

领大司马
。

· , ·

…六军肃然
。 ”

元澄为当时皇室领袖人物
,

也是孝文

帝改革的积极支持者
。

元舞
、

元详为孝文帝之弟
。

《魏书》 卷 21 下 《元舞传》 称 、 “

及车驾

南伐
,

以娜行抚军将军
,

领宗子军
,

宿卫左右
。 ”

宗子军是孝文帝新近组建的一支贴身侍卫
`

部队
,

其骨干当是太祖拓跋硅以降的宗室子弟
。

冯太后之侄
、

曾任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司徒冯

诞也随驾行动
,

他在军队中无疑也有相当的影响
。

对奉命赴集于洛阳的州镇部队的指挥人员
,

也预作了安排
。

《魏书》 卷 21 上 《赵郡王干

澎
: “

及车驾南伐
,

以干为使持节
、

车骑大将军
、

都督关右诸军事
,

给铜虎符十
,

别赐诗

书
。

高祖笃爱诸弟
,

以干总戎别道
,

诫之日
: `

司空穆亮年器可师
,

散骑常侍卢渊才堪询访
,

汝其师之
。 ’

寻以萧绩死
,

班师
。 ”

元干的使命是统率秦雍之军
。

同书卷 47 《卢玄传卢渊附

传》
:

卢渊出范阳卢氏
,

此前曾任秘书令
、

散骑常侍等职
, “

车驾南伐
,

赵郡王干督关右诸军

事
,

诏加渊使持节
、

安南将军为副
,

勒众七万将出子午
,

寻以萧绩死
,

停师
。 ”

卢渊虽从未

任过武职
,

因受信任
,

被任命为使持节
、

安南将军
,

为秦雍别道诸军的副统帅
。

元干的另一

副手为河东人薛 i)L
。

《魏书》 卷 42 《薛辩传薛撤附传》
: “

十七年
,

高祖南讨
,

诏赵郡王干
、

司空穆亮为西道都将
。

时干年少
,

未涉军旅
。

高祖乃除撤假节
、

假平南将军
,

为干副军
。 ”

穆亮出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的丘穆陵氏
,

但本人却积极支持孝文帝的改革
,

孝文帝虽最初准备

让他和弟弟元干一道统帅秦雍军
,

但随即改任他为武卫大将军
,

以司空的身份
“

董摄中军

事
” ,

见 《魏书》 卷 27 《穆崇传穆亮附传》
。

不过
,

由于北地人支酉起事
,

秦雍七州骚动
,

这支军队忙于镇压起义者
,

未能开赴洛阳
,

并非由于南齐皇帝萧绩之死
。

孝文帝长弟咸阳王元禧也被委以统帅另一路州镇丘的重任
。

《魏书》 卷 66 《李崇传》 :

李崇时任安东将军
、

充州刺史
, “

车驾南征
,

骡骑大将军
、

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
,

诏崇

以本官副焉
。 ”

元禧都督左翼诸军事
,

其副手除顿丘人李崇外
,

还有李冲之兄李佐
。

同书卷

39 《李宝传李佐附传》
:
李佐当时任安东将军

、

相州刺史
, “

车驾南讨
,

拜安南将军
,

副大司

马咸阳王禧
。 ”

据同书元禧本传
,

元禧这时官职为使持节
、

开府
、

都督冀相充东充南豫东荆

六州诸军事
、

冀州刺史
,

不曾为大司马
,

时大司马为安定王元休
,

此若非误记
,

则应如同一

时期元巫任太尉
,

孝文帝又让弟广陵王元羽为兼太尉一样
,

曾加元禧大司马之号
,

以提高其

位望
。

李崇的充州
、

李佐的相州都在元禧都督区内
,

孝文帝南伐之际
,

必定会在元禧所辖六

州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调动
。

为了加强这支军队的指挥系统
,

元禧的府佐也同样被精心调

8 1



整过
。

《魏书》 卷 5 6《李平传》 :
顿丘人李平时任长乐太守

,

长乐为冀州治所所在之郡
, “

车

驾南伐
,

以平兼冀州仪同开府长史
,

甚著声绩
。

仍除正长史
,

太守如故
。 ”

孝文帝南伐前夕
, “

中外戒严
’ ,。 ,

征调州镇部队必不限于上述秦雍地区和黄河南北六

州
。

《魏书》 卷 61 《薛安都传薛真度附传》
:

薛真度时任冠军将军
、

平州刺史
, “

随驾南讨
,

假平南将军
。

久之
,

除护南蛮校尉
,

荆州刺史
。 ”

薛真度当亦为李冲所选
“

征官
”

之一
,

应

是带平州军随驾南进
。

在驱军南发时
,

孝文帝对平城留守人员也作了精心安排
。

《魏书》 卷 21 上 《元羽传》
:

“

高祖将南讨
,

遣羽持节安抚六镇
,

发其突骑
,

夷人宁悦
。

还领廷尉卿
。

车驾既发
,

羽与太

尉 (元 ) 工留守
,

加使持节
。

… …高祖友爱诸弟
,

及将别
,

不忍早分
,

诏羽从至雁门
,

乃令

羽归
。

望其称效
,

故赐如意以表心
。 ”

太尉元王历仕太武
、

文成
、

献文
、

孝文四朝
,

为元老

重臣
,

元羽虽为孝文帝弟
,

年仅 24 岁
,

位望不及
,

孝文帝却并授使持节
,

使之权限相同
。

元羽表示谦让
: “

太尉宜专节度
,

臣但可副贰而已
。 ”

孝文帝批评他说
: “

老者之智
,

少者之

决
,

何得辞也 !
’ ,
。 《元羽传》 称

: “

迁都议定
,

诏羽兼太尉
,

告于庙社
。

迁京这后
,

北蕃人

夷多有未悟
,

羽镇抚代京
,

内外肃然
,

高祖嘉之
。 ”

元巫身为太尉
,

孝文帝在洛阳公开迁都

计划后
,

却让元羽以兼太尉的身份祭告祖庙
,

这既为了提高元羽的声望
,

也表明了对元巫的

不信任
。

据上引材料
,

元羽在迁都之际对维持平城的稳定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
。

由于上述种种安排
,

当孝文帝公开迁都计划后
,

派尚书左仆射任城王元澄北返平城
“

访

众
” , “

众闻迁诏
,

莫不惊骇
。

澄援引古今
,

徐以晓之
,

众乃开伏
。

澄遂南驰还报
,

会车驾于

滑台
。 ’ ,

。孝文帝遂宣布解严
, “

告行庙以迁都之意
’ ,

① 。

平城
“

众
”

人勉强同意迁都
,

虽因元

澄个人的政治影响
,

更重要的因素则应是孝文帝在南边手握万万之众
,

即便反对
,

仓卒行动

也无济于事
,

所以后来北方反叛势力主谋之一的陆靓 (迁都之际任使持节
、

都督恒肆朔三州

诸军事
、

卫将军
、

行尚书令 ) 甚至有
“

顺迁之表
’ ,

。 。

正是由于军权的丧失
,

陆截
、

穆泰等

鲜卑旧贵族虽经过长时间筹划
,

密谋武装反叛
,

但结果仍未能使一支数目可观的部队为己所

用
,

死心踏地跟随穆泰的
,

不过其
“

摩下数百人
”

而已④
。

论者往往注意到迁洛以后
,

率军出征
,

与南方政权争逐于疆锡者常为汉人将领如邢峦
、

李崇辈
,

遂认为迁洛后鲜卑贵族耽于游乐
,

迅速丧失了昔日纵骑驰射的能力
,

并以此归咎于

孝文帝的迁都与汉化
。

这实质上是孝文帝以来削夺鲜卑贵族军权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
,

与鲜

卑族人体能优劣并无多大关系
。

需要指出的是
,

我们这里所说的鲜卑贵族
,

并不包括拓跋或

者元氏宗族子弟
,

他们是孝文帝竭力要扶持的对象
,

北魏迁洛以后
,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

事上
,

他们都是最活跃的一种政治势力
。

综括全文
,

孝文帝迁都并不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

而是孝文帝在改革受到鲜卑旧

贵族的反对而陷人僵局时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 ; 孝文帝在南伐的名义下调集了中央和地方近

百万军队
,

并尽可能地对军队指挥人员进行了调整
,

使军队控制在拥护改革的人的手中
,

才

保证了迁都计划的实施
。

迁都事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戏剧性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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